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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二元社会”结构下社会保障
促进流动人口消费了吗？

孟　 雪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摘要：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最小二乘回归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基础上进行

Ｏａｘａｃａ － 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与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分解，考察在新型“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出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

上的城乡户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障对消费支出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户籍流动人口参加

社会保障均会抑制消费，并且在不同消费层次上抑制作用有显著差异；同时，群体内部消费差异显

著，并且随着消费层次的提高，消费差距越来越明显，其中群体间特征差异是造成消费差异的主要

原因，并且随消费差距的扩大，特征差异的影响逐渐加深。 若要提高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缩小群

体间消费差距，应进一步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加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注意加

强农民工群体的能力素质培养，提高自身禀赋水平，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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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１ 世纪以前，死亡与生育是影响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口迁移流动取而

代之，流动人口数量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逐年增加，并且在相同时期内流动人口的增加速度远高于人口自

然增长率。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是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对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

越来越重要。 伴随着人口大规模迁移，使得原有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现阶段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

题：第一，无论在流入地还是流出地，家庭年龄结构均改变，使得流出地家庭的少儿、老年抚养比显著提高，从
而产生流出地少儿教育以及养老问题；第二，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性特征，与市民相同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等基本保障与公共服务较难实现，因此出现了农民工“城市边缘化”群体，并存在着流动人口医疗

保险覆盖范围小、城乡险种对接受阻、跨区域报销困难等问题。 加之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建立在城乡“二
元”体制结构下发展起来的，基本上是以户籍或居住地为基础，而对于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保障尚处于初步

探索阶段，所以说流动者在流动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风险以及不确定性。 社会保障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是他们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任何成员都有权利公平享有，然而现阶段流动人口群体社会保障权利的缺

失会制约群体消费水平。
近年来，虽然流动人口的就业环境获得了改善，收入水平也显著提升，然而由于群体缺乏对城市的归属

感和认同感，并且无法享受与市民平等的权利和社会福利保障，所以很难实现与市民同样的消费水平，其消

费潜力一直未被充分释放。 当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时，将会导致国民总体消费率下降，消费对于我国未来

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而内需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最重要制约。 所以，释放流动人口这一群

体的消费潜力，是扩大内需政策实施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王亚菲，２０２２） ［１］。 鉴于此，对流动人口的消费与社



会保障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研究表明，城乡发展差异、制度因素形成了我国“人口迁移谜题”（王秀芝和孙妍，２０１８） ［２］。 由人口结构
大规模变迁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一方面表现为流动人口群体消费动力不
足，另一方面表现为由于流动人口户籍制度制约产生群体间城乡差异分化。 目前，针对流动人口消费影响因
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国外学者主要集中于对流动人口收入报酬以及社会地位与福利获得等方面的研究。 （１）收入报酬存在
显著差异。 不仅表现在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也存在于流动人口群体内部（Ｍｅｎｇ Ｘ． ，２０１９） ［３］。 由于农
民工素质技能的有限性，流动人口的城乡户籍禀赋特征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被制度性分割，导致群体内部存
在“城乡差异”分化，加之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产生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新型“二元社会”。 （２）社会
保障因素影响消费。 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单独享有就业、福利等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的机会待遇的优势，流
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显著低于城市居民（Ｈｕ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４］。 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市场内部管理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移植了城乡分割体制，产生群体内部福利差距（Ｓｍｙｔｈ 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５］。 社会保障等福利的
获得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可支配收入，流动人口不仅与居民存在收入报酬异质性，收入差距在群体内部也依然
存在。 因此，流动人口个体的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潜力有待释放（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Ｃｈｅｎ，２０１８） ［６ － ７］。

针对我国流动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迁移的事实，国内学者在对此类群体进行研究时得出与国外
学者大致相同的结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流动人口消费进行展开分析。 （１）收入报酬存在显著差异产
生消费分层。 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存在“城乡差异”分化（王美艳，２００５；杨菊华，２０１１；于潇等，２０２２） ［８ － １０］，伴
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劳动力市场也不断发育成熟，然而户籍制度分割劳动力市场成为转轨时期劳
动力市场发展的第一大障碍，农民工通常处于“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地位，使得群体内
部收入报酬差距显著，那么户籍差异流动人口是否存在收入分层，若真实存在是否将导致消费分层？ 于潇和
孙悦（２０１７） ［１１］的研究中验证了户籍歧视在流动人口群体内部消费与收入差距中真实存在，并且农民工从低
收入阶层向高消费阶层转换的过程中，户籍歧视产生的收入差距从 ３０． ５２％上升至 ７５． １４％ 。 （２）流动人口
缺乏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制约群体消费水平的发展。 首先，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面临众多风险，但在当前
社会保障体系下并未达到减少流动者风险的作用，对于不同身份的流动人口均存在社会保障待遇的相对弱
势；对外来市民而言，由于流入地许多福利针对户籍居民，所以其较难获得与本地居民相同水平的社会保障
待遇。 其次，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既受户籍歧视的影响，又存在自身教育水平低、缺乏技术等方面的
劣势，因此农民工较难获得养老、医疗等城镇职工所享有的社会保障（郭菲和张展新，２０１２） ［１２］，总之，无论是
外来市民还是农民工均存在较低水平的受保障程度。 郝演苏等（２０２２） ［１３］认为，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
平，有助于释放其消费潜力。 再次，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在近几年不断改革发展，但该制度的地方管理与劳动
力跨地区流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户籍制度与统账结合制度中的转移支付是
导致流动人口受保障程度偏低的最主要原因（邓大松和胡宏伟，２００７） ［１４］。 社会保障是解决居民消费瓶颈的
主要手段（范黎波等，２０１７） ［１５］。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作为主要部分，社会保险虽然实行统账结合
的资金管理制度，但是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只有个人账户资金可以随流动人口流动，而不能带走单位所支
付的费用，因此流动人口的参保热情大大降低（杨菊华，２０１１） ［１６］，即使农民工参加了社会保险，但在一些城
市中仍会出现退保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与社会保障的地方统筹二者之间的矛盾
（张展新等，２００７） ［１７］。 整体而言，流动人口群体在参加社会保障方面既存在禀赋、身份的制约又会遇到社会
保障体制带来的阻碍，而参加社会保障作为流动人口规避风险的一种方式势必会对消费产生直接影响。 最
后，流动人口消费影响因素还包括流动者的个人禀赋特征、流动特征以及就业单位特征等。

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为更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准确把握流动人口新变化，现有
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助于降低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发生概率（樊士德和费振东，２０２１） ［１８］。 已有文献集中
于流动人口工资、收入报酬差异（Ｇａｒｙ Ｓ．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５７；王美艳，２００５） ［１９ － ２０］、社会保障现状（张展新等，２００７；
秦立建等，２０１５） ［２１ － ２２］等的探讨，而缺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与消费关联性的研究。 基于此，笔者在以下几个
方面重点展开：第一，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是否因为受到户籍条件的制约，从而产生消费、社会保障
差异；第二，若真实存在消费差距，其影响机制的表现形式是什么；第三，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障是否会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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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提升；第四，在不同消费分布区间群体内部消费与社会保障之间的传导机制又有何差异。
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先引入可能影响消费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后进一步通过分位数回归，考察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影响程度。 为了对流动人口内部差异进行分解，基于
Ｍｉｎｃｅｒ 工资方程对消费差异进行 Ｏａｘａｃａ － 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展开研究，同时运用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分解方法比较不同消费
层次上两群体的消费差异，并探究户籍差异与禀赋差异对群体内部消费差异的贡献率，为缩小两群体消费差
距提供理论数据参考，最终达到提高流动人口整体消费水平的目的。

三、消费差距数据及特征事实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健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的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
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１５ 周岁及以上的流入人口。 此次共调查约 １６. ９ 万个样本，为保证实证结果的
可靠性，剔除被访者“不清楚”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的样本，并剔除其他变量的无效样本，最终得到 １３００３６ 组
有效数据，其中参加社会保险①的流动人口达 １２０６８６ 人，仅有 ９３５０ 人未参加社会保险。

选取人均月消费支出②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为核心解释变量，在问卷中涉及“是
否参加城乡养老、城乡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通过统计计算得出受访者是否参加社会保险；除此之
外用人均月收入③的对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为避免方程中消费弹性被高估，将可能影响消费的其他控制变
量纳入方程中，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性别以及年龄代际④等自然特征，居住意愿、流动范围、
流动时间⑤等流动特征；除此之外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上职业、行业分割，因此将单位性质⑥、产业类型⑦与就业
身份等工作特征纳入方程中。

表 １ 报告了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并衡量城乡户籍流动人口的消费、收入均值之差，分析二者差值所
占农民工消费、收入水平的比例。 总样本平均消费支出和收入分别为 １７５４ 元、３５２４ 元，平均消费倾向为
４９. ７７％；城乡户籍流动人口支出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消费支出分别为 ２２４６ 元、１６６９ 元，农民工的消费支出相当
于外来市民的 ７４. ３１％，收入分别为 ４５１６ 元、３３５２ 元，绝对收入差距为 １１６４ 元，高于农民工收入 ０. ３５ 倍。

从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看，流动人口整体以及各群体均有较高的参保率，相比而言农民工参保率略高。
图 １ 具体描述了不同身份人群分项社会保险参加情况，除医疗保险外，其他三类保险均是外来市民的参保积
极性较强，可看出农民工更注重医疗这类基础保障性保险。 其中城乡籍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率分别为
６８. ８％ 、５４. １％ ；医疗保险参与率分别为 ８２. ２％ 、９０. ８％ ；参加失业保险与工伤保险的流动人口意愿较弱，尤
其是农民工群体，保险参与率分别为 １７％ 、２０. ４％ ；外来市民为 ４８. ２％ 、４９. １％ ，由于外来市民就业单位与就
业条件相对优越，因此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与度更高。

全样本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０. ２２ 年，接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集中分布在初中学历，整体来说受
教育程度偏低；外来市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３. ０２ 年，学历水平基本在初、高中以及大学学历均匀分布，在这
四个分组中均达到 ２０％以上的比例；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外来市民低 ３. ２７７ 年，可视为农民工受教育
程度比外来市民低一个等级，拥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比例达到 ５２. ８％ ，只有极少数的农民工拥有大学及以
上学历。 除此之外，大多数受访者已婚；男性流动人口数量略高于女性；第一代流动人口所占比例略高于新
生代流动人口，并且农民工相对于外来市民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较多，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相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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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在本文的分析中认为流动人口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任何一项社会保险即视为被访者已参保。
人均消费支出 ＝ 家庭每月总支出 ／ 流入地家庭规模。
人均月收入 ＝ 家庭每月总收入 ／ 流入地家庭规模。
根据王东、秦伟（２００２ 年）对农民工群体的划分，将第一代农民工划分为 １９８０ 年之前出生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也可称为第二代农

民工）指 １９８０ 年之后出生的群体，根据划分以 １９８０ 年为界本文将流动人口群体划分为第一代流动人口与新生代流动人口。
选择问卷中分组数据的中位数作为流动人口流动时间进行统计。
根据孟凡强、邓宝国（２０１４ 年）对单位性质的划分，将就业单位划分为国有部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个体工商

户、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集体企业、股份 ／ 联营企业、港澳台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社团 ／ 民办组织、其他）与无单位（样本数据中无单位

工作者为零）。
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制造、电煤水热生产供应、建筑；第三产业包括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住宿餐

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科研和技术服务、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体和娱乐、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说在户籍地工作稳定性较差，需要到城市寻求工作岗位的意愿更强烈。
总体来看，流动人口本地长期居住意愿强烈，最新区域性调查显示，部分流动人口明确表示年老时会定

居在流入地，使以往流动人口年轻时出来打工、中老年后回老家生活的模式被打破①。 根据统计数据，外来
市民相较于农民工拥有更高的长期居住意愿，一般来说拥有较高学历的外来市民比农民工享有更高水平的
工资，会降低外来市民的流动意愿，使其更加倾向于在流入地长期居住，而农民工一般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
工作不稳定，除此之外考虑到户籍与经济因素提高了农民工的定居难度，因此农民工居住意愿会相对较弱；
从流动范围看，接近一半的流动人口选择跨省流动；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在 ５ － ９ 年组分布较为集中，且农民
工的平均流动时间略高。

流动人口自身的高度流动性以及拥有较低的学历水平，导致流动人口工作较不稳定，因此仅有少数流动
人口参加工作的单位性质为国有部门，并且外来流动人口占据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前往城镇寻找工作的过程
中，主要从事第三产业，并且主要以雇员身份参加工作。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全国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城 －乡差额

基本特征

样本数 １３００５０ １９１４４ １１０９０６
人均消费 连续变量，个人月支出 １７５４ ２２４６ １６６９ ５７７

对数人均消费 连续变量，对数个人月支出 ７． １３６ ７． ３６６ ７． ０９６ ０． ２７０
人均收入 连续变量，个人月收入 ３５２４ ４５１６ ３３５２ １１６４

对数人均收入 连续变量，对数个人月收入 ７． ８４２ ８． ０４ ７． ８０８ ０． ２３２
户籍 虚拟变量：农业户籍 ＝ １，非农业户籍 ＝ ０ ８５． ３％

是否参加社会保险 虚拟变量：参加 ＝ １，不参加 ＝ ０ ９２． ８％ ８８． ９％ ９３． ５％ － ４． ６％

自然特征

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

性别

年龄 ／代际

连续变量，受教育程度 １０． ２２０ １３． ０２０ ９． ７４３ ３． ２７７
＜小学（０ 年） １． ４１％ ０． ３％ １． ６％ － １． ３％
小学（６ 年） １２． ０７％ ２． ５％ １３． ７％ － １１． ２％
初中（９ 年） ４８． １０％ ２０． ８％ ５２． ８％ － ３２． ０％
高中（１２ 年） ２２． ３４％ ２６． ６％ ２１． ６％ ５． ０％
专科（１５ 年） ９． ７５％ ２３． ９％ ７． ３％ １６． ６％
本科（１６ 年） ５． ８５％ ２３． １％ ２． ９％ ２０． ２％

≥研究生（１９ 年） ０． ４９％ ２． ８％ ０． １％ ２． ７％
虚拟变量：已婚 ＝ １，其他 ＝ ０ ８０． ７％ ７９． ６％ ８０． ９％ － １． ３％

虚拟变量：男 ＝ １，女 ＝ ０ ５７． ５％ ５６． ２％ ５７． ８％ － １． ６％
虚拟变量：第一代 ＝ １；新生代 ＝ ０ ５４． １％ ５６． ２％ ５３． ７％ ２． ５％

流动特征

本地长期居住意愿 虚拟变量：愿意 ＝ １，否 ＝ ０ ６０． ６％ ７３． １％ ５８． ５％ １４． ６％
流动范围 虚拟变量

跨省 参照组 ４９． ２％ ４８． ４％ ４９． ３％ － ０． ９％
省内跨市 省内跨市 ＝ １，其他 ＝ ０ ３３． ８％ ３５． ４％ ３３． ６％ １． ８％
市内跨县 市内跨县 ＝ １，其他 ＝ ０ １７． ０％ １６． ２％ １７． １％ － ０． ９％
流动时间 连续变量 ７． １７２ ６． ８６９ ７． ２２４ － ０． ３５５

＜ １ 年 ９． １％ ８． ６％ ９． ２％ － ０． ６％
１ ～ ２ 年 １７． ８％ １７． ９％ １７． ８％ ０． １％
３ ～ ４ 年 １７． ７％ １８． ５％ １７． ６％ １． ０％
５ ～ ９ 年 ２８． ７％ ３０． ４％ ２８． ４％ ２． １％

１０ ～ １４ 年 １４． ３％ １４． ２％ １４． ３％ － ０． ２％
１５ ～ １９ 年 ７． ９％ ７． １％ ８． １％ － １． ０％
２０ ～ ２９ 年 ４． ２％ ３． ０％ ４． ４％ － １． ５％
≧ ３０ 年 ０． ３％ ０． ４％ ０． ３％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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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中国经济网《更好把握流动人口新趋势》，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ｇｎｓｚ ／ ｇｄｘｗ ／ ２０１８０５ ／ ０３ ／ ｔ２０１８０５０３＿２９０１３７８８． ｓｈｔｍｌ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全国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城 －乡差额

工作特征

单位性质 虚拟变量：国有部门 ＝ １，非国有部门 ＝ ０ ７． ２％ １８． ５％ ５． ３％ １３． ２％

产业类型 虚拟变量

第一产业 参照组 ２． ５％ １． ５％ ２． ７％ － １． ２％

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 ＝ １，其他产业 ＝ ０ ２６． ２％ ２０． ４％ ２７． ２％ － ６． ８％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 ＝ １，其他产业 ＝ ０ ７１． ２％ ７８． １％ ７０． １％ ８． ０％

就业身份 虚拟变量

雇员 参照组 ５６． ８％ ６８． ４％ ５４． ８％ １３． ６％

雇主 雇主 ＝ １，其他身份 ＝ ０ ８． ８％ ９． ４％ ８． ７％ ０． ８％

自营劳动者 自营劳动者 ＝ １，其他身份 ＝ ０ ３２． ６％ １９． ８％ ３４． ８％ － １５． ０％

其他 其他 ＝ １，其他身份 ＝ ０ １． ８％ ２． ３％ １． ８％ ０． ６％

图 １　 不同身份人群分项社会保险参加情况

（二）不同消费层次流动人口消费现状

表 ２ 通过描述各群体平均消费差异和几个具有代表性分位点上的消费差异，可看出随着消费层次的提

高，两群体消费差距波动性扩大，并且在 ０． １０ 分位点差距最小，０． ９０ 分位点差距最大，因此高消费层次构成

流动人口群体内部消费差距的主体；同时，根据不同户籍流动人口高消费层次与低消费层次的消费差值可看

出，农民工消费分布集中程度高于外来市民。 通过表 ２ 可知，单纯分析平均消费差距会掩盖消费分布区间上

消费差距不对称现象，即消费分布在顶端差距大，末端差距小。
表 ２　 城乡户籍流动人口消费分布

全国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城 －乡差额

平均值 ７． １３６ ７． ３６６ ７． ０９６ ０． ２７０

０． １０ 分位点 ６． ２１５ ６． ３５４ ６． ２１５ ０． １４０

０． ２５ 分位点 ６． ６２０ ６． ９０８ ６． ５５１ ０． ３５７

０． ５０ 分位点 ７． １３１ ７． ３１３ ７． ０６２ ０． ２５１

０． ７５ 分位点 ７． ６０１ ７． ９３７ ７． ６０１ ０． ３３６

０． ９０ 分位点 ８． １６１ ８． ５１７ ８． １１２ ０． ４０５

０． ９０ 分位点与 ０． １０ 分位点差值 １． ９４５９１１ ２． １６２８２３ １． ８９７１２

２３ 金融教育研究 ２０２３ 年



四、模型构建与方法

（一）最小二乘估计

１． 均值回归基础模型

ｌｎ ｃ ＝ α ＋ βｌｎ ｙ ＋ γｓｅｃ ＋ ηＸ ＋ ε （１）
式（１）中，ｌｎｃ 为对数人均消费支出，ｌｎｙ 代表对数人均收入；ｓｅｃ 代表受访者是否参加社会保险；Ｘ 为控

制变量，通过控制消费的可能影响因素，研究流动人口参保情况对消费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被调查对象的

人口特征、流动特征以及工作特征等；ε 为随机误差项；α 代表自发消费水平，β、γ、η 分别代表各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
２． 均值回归扩展模型———含交叉项

ｌｎ ｃ ＝ α ＋ βｌｎ ｙ ＋ γｓｅｃ ＋ λ·ｓｅｃ·ｌｎ ｙ ＋ ηＸ ＋ ε （２）
式（２）中，加入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与收入变量的交叉项，考察参保情况对消费弹性是否产生显著影响，

若 λ 为正则说明参保个体消费弹性更高。 将 ｌｎ ｃ 对 ｌｎ ｙ 求偏导得到（β ＋ λ·ｓｅｃ），若 β、λ 均为正，则说明在

任何收入水平上，参保群体的消费弹性均高于未参保群体；若 β、λ 均为负，则说明在任何收入水平上不参加

社会保险群体的消费弹性略高；若 β、λ 一正一负，说明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对消费弹性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水

平的高低。
（二）分位数回归

单纯分析平均消费会掩盖在不同消费层次上消费差距可能会存在的不对称现象，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

考察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流动人口消费决定机制及群体内部消费差异，即各影响因素是否因消费层次

的划分而存在影响差异。 根据研究对象，将分位数回归模型设定为：
Ｑｉθ ｌｎ ｃｉ ｜ Ｘ ｉ

( ) ＝ Ｘ ｉ·βｉθ ＋ μｉθ （３）

式（３）中，ｉ 表示不同群体，Ｘｉ为第 ｉ 群体的消费影响因素，β ｉθ为 ｉ 群体的消费支出在第 θ 分位数上的回

归系数，Ｑｉθ（ｌｎ ｃｉ ｜ Ｘｉ）表示给定解释变量 Ｘ 下第 ｉ 个群体的被解释变量 ｌｎ ｃ 在第 θ 个分位数的值。 为了考察

不同群体间消费的差异性，分别估计城乡两类户籍流动人口群体的消费方程：
ｌｎ ｃｕ ＝ Ｘｕ·βｕ ＋ ω
ｌｎ ｃｒ ＝ Ｘｒ·βｒ ＋ ｖ

（４）

式（４）中，ｉ ＝ ｕ 与 ｒ 分别代表外来市民与农民工，ｌｎ ｃｕ与 ｌｎ ｃｒ分别表示城乡户籍流动人口的消费对数水

平，Ｘ 表示消费方程的影响因素，βｕ与 βｒ分别表示两个群体的回归系数。
（三）消费差异分解

１． Ｏａｘａｃａ － 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 在进行分位数分解之前，先在 ＯＬＳ 回归的基础上进行 Ｏａｘａｃａ － 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
考察两群体间被解释变量均值的差异，基于 Ｏａｘａｃａ（１９７３） ［２３］提出的分解方法，将城乡户籍流动人口消费差

异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消费差距中能被方程中解释变量的数值差异所解释的部分，是由于两群体的个

人禀赋差距所导致，将这部分差异称为特征效应差异；另一部分是具有相同禀赋特征的两个群体由于市场因

素、社会环境以及自身消费能力不同导致的消费弹性差距，所形成的这部分差异称为系数效应差异，也称为

不可解释部分。 根据式（４）将消费差异分解为：
ｌｎ ｃｕ － ｌｎ ｃｒ ＝ Ｘｕ － Ｘｒ

( )·βｒ ＋ βｕ － βｒ
( )·Ｘｕ （５）

式（５）中，等号左边即为城乡流动人口消费总差异，等号右边第一项即为特征差异（可解释部分），第二

项即为系数差异（不可解释部分）。
２．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分解。 建立在分位数回归基础上的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分解方法可以考察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差异，本文

进一步通过分位数分解方法，对两群体的不同消费层次差异进行分解。 因此城乡流动人口消费支出的条件

分布可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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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θ ＝ Ｑθ ｌｎ ｃｕ( ) － Ｑθ ｌｎ ｃｒ( ) ＝ Ｑθ ｌｎ ｃｕ( ) － Ｑθ ｌｎ ｃｕ－ｒ( )[ ] ＋ Ｑθ ｌｎ ｃｕ－ｒ( ) － Ｑθ ｌｎ ｃｒ( )[ ] （６）

式（６）中，Δθ 表示在第 θ 分位数上两群体间的消费差距、Ｑθ（ ｌｎ Ｃｕ）与 Ｑθ（ｌｎ Ｃｒ）分别表示外来市民 ｕ
群体和农民工 ｒ 群体在 θ 分位数上的消费对数水平、Ｑθ（ｌｎ Ｃｕ － ｒ）则表示反事实的消费条件分布，其含义是

农民工按照外来市民的消费弹性而进行的消费情况。 等号右边第一项为系数差异，第二项为特征差异。

五、实证分析

（一）最小二乘估计

１． 基础模型回归分析。 表 ３ 中模型（１） ～模型（３）分别报告了全国整体以及城乡不同户籍流动人口消

费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模型均可以解释 ７３％以上的样本消费差异，并且大多数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证明所

选取变量的有效性。
根据表 ３ 可看出，各群体参加社会保险均会抑制消费支出，相较于农民工，外来市民参保对消费的抑制

作用略大，具体而言，农民工参保个体平均消费水平比未参保个体低 ３． １％ ，而外来市民个体间消费差距为

４． ４％ 。 杨菊华（２０１１） ［２４］的研究表明，城乡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均显著低于本地人口，即使外来市民拥

有相较于本地市民年龄、学历、技能等方面的优势，但具有地方保护性质的社会保障福利会更多地惠及本地

市民；此外，通过描述城乡不同户籍各类社会保险参加情况可知，流动人口参保率最高的险种是医疗保险，其
次是养老保险，由于样本个体大多为中青年，这两类保险均需要参保个体在年轻时缴纳保险费，达到一定时

间期限后才可以获得基本保障金。 具体来说，养老保险的保障目的是满足参保个体在老年时的基本生活要

求，同时对于参保人需要缴纳年限满 １５ 年的保险金才可在退休后获得养老保障金，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

平尚处于较低层次，工作期间缴纳的保险金相当于直接减少即期收入水平，从而降低即期消费；而对于医疗

保险来说，参保人员必须到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一般在参保本地），而在所调查的参加医疗保

险群体中有 ８１． ９８％的个体在户籍地或其他地方参加医疗保险①，由于流动人口较高的流动性，增加医疗保

险异地报销难度，同样会使参保个体消费意愿降低。
无论是外来市民还是农民工，收入均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对消费起显著促进作用，即收入每增加 １％使得

消费增加 ０． ８６３ ～ ０． ８７２ 个百分点，因此提高流动人口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在于其劳动收入的获得。 受教育

年限对消费也会产生促进作用，即受教育年限增加十年使得消费提高 ６％ ～ ９％ ，在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中均

证实教育回报率会随受教育年限增加而显著提高，原因在于提升受教育程度会促使流动人口向更高层次的

就业岗位流动，逐步促进流动人口群体从劳动密集型岗位向技术密集型的转换，收入报酬的提高带动了消费

水平的提升。 已婚群体表现出更强的消费倾向，已婚群体面临家中老人和幼儿较多的家庭开支，而未婚流动

人口群体需为未来成立的家庭做打算，有较强的储蓄心理。 在全部流动人口以及农民工群体中女性与第一

代流动人口群体更倾向于消费，而在外来市民群体中性别与代际对消费无显著影响。
通常不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进入下一个流入地是否会获得目

前可以得到的工资报酬，考虑住房、参加社会保险等问题，所以相对来说愿意在本地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更

加倾向于消费。 流动时间的增加也会对提高消费水平略有影响，流动时间越长使得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工

作环境及生活环境更加了解，预防储蓄心理会放低。 另外，从流动范围看，流动人口消费开支由市内跨县、省
内跨市、跨省依次降低，流动人口在跨省流动的过程中通常是一个从经济欠发达省份到经济发达省份寻求发

展机会的过程，因此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消费相对保守，或多或少继续保持原有消费观念，产生相对于市内

跨县、省内跨市较低的消费支出，并且农民工消费开支均显著高于外来市民。
从流动人口的就业单位性质看，国有部门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以及社会保障待遇，使得参与国有部门工

作的流动人口消费意愿更强。 从产业类型角度看，从事第三产业工作的全部流动人口以及农民工群体消费

开支最高，而从事于第二产业消费开支最低；有接近 ８０％外来市民从事于第三产业，因此在不同产业类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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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差异显著性较弱。 不同就业身份的流动人口之间也存在显著消费差异，其中自营劳动者的平均消费水

平最高，自营劳动者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消费开支项目较多，并且从收入角度看，自营劳动者收入也相对较

高，因此产生较高消费水平；而拥有雇员身份的外来市民由于收入局限，这一群体的消费水平最低。 另外，从
常数项看，由于外来市民相较于农民工来说，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薪酬、福利待遇等方面的获得处于优势地

位，因此外来市民的自发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农民工。
综上结论表明：在控制变量相一致的条件下，农民工会产生比外来市民更高的消费倾向或自发消费水

平。 一方面，可解释为城乡流动通常要比城城流动增加更多的成本，比如交通开支，另一方面，城镇消费示范

效应带动了农村流动人口自发消费激增。
表 ３　 均值模型回归分析

变量及模型
基础模型 扩展模型

模型（１）
全国样本

模型（２）
农业户籍

模型（３）
非农业户籍

模型（４）
全国样本

模型（５）
农业户籍

模型（６）
非农业户籍

人口特征

收入对数 ０． ８７１∗∗∗ ０． ８７２∗∗∗ ０． ８６３∗∗∗ ０． ８６５∗∗∗ ０． ８７０∗∗∗ ０． ８５０∗∗∗

（５４７． ２６） （４９７． ７１） （２２３． ９２） （１５７． ６６） （１３６． ７４） （７９． ３９）
是否参保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８８∗∗ － ０． ０４４ － ０． １５５∗

（ － ８． ２８） （ － ６． １８） （ － ４． ７９） （ － １． ９８） （ － ０． ８７） （ － １． ７４）
收入对数∗
是否参保

０． ００７
（１． 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２６）

０． ０１４
（１． ２５）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２０． ５９） （１４． ７０） （５． ７９） （２０． ５９） （１４． ７０） （５． ７４）
婚姻状况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６∗∗∗ ０． ０４５∗∗∗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６∗∗∗ ０． ０４５∗∗∗

（２４． ８９） （２４． ４０） （５． ８４） （２４． ９０） （２４． ４０） （５． ８５）
性别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６

（ － １． ８８） （ － １． ３７） （ － １． ０６） （ － １． ８８） （ － １． ３７） （ － １． ０４）
年龄 ／代际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０３

（３． ２２） （４． ８５） （ － ０． ４１） （３． ２３） （４． ８５） （ － ０． ４０）

流动特征

本地居住意愿 ０． ０８２∗∗∗

（３３． １８）
０． ０８０∗∗∗

（３０． ２５）
０． ０７７∗∗∗

（１１． ５４）
０． ０８２∗∗∗

（３３． １６）
０． ０８０∗∗∗

（３０． ２４）
０． ０７７∗∗∗

（１１． ５４）
流动时长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１８． ９５） （１８． ４９） （４． ３９） （１８． ９４） （１８． ４９） （４． ３７）
流动范围

省内跨市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４７∗∗∗

（３１． ８１） （３１． ２２） （７． ２６） （３１． ８２） （３１． ２２） （７． ２９）
市内跨县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８∗∗∗ ０． ０５６∗∗∗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８∗∗∗ ０． ０５６∗∗∗

（３０． ７０） （３０． ４２） （６． ６４） （３０． ７２） （３０． ４２） （６． ６７）

工作特征

单位性质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５∗

（８． ８０） （７． ９９） （１． ８７） （８． ８０） （７． ９９） （１． ９１）
产业类型

第二产业 －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４１∗

（ － ５． ７８） （ － ５． １５） （ － １． ６９） （ － ５． ７５） （ － ５． １４） （ － １． ６８）
第三产业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３

（４． ８０） （４． ７０） （０． ９６） （４． ８２） （４． ７１） （０． ９６）
就业身份

雇主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１９∗

（６． ５７） （７． ９９） （ － １． ８９） （６． ５９） （７． ９９） （ － １． ８１）
自营劳动者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１∗∗∗ ０． ０３６∗∗∗

（２６． １１） （２６． ３０） （４． ３２） （２６． １３） （２６． ３０） （４． ３９）
其他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１

（６． ２９） （６． ９１） （０． ５７） （６． ３０） （６． ９１） （０． ５８）

５３　 第 ２ 期 孟　 雪　 新型“二元社会”结构下社会保障促进流动人口消费了吗？



变量及模型
基础模型 扩展模型

模型（１）
全国样本

模型（２）
农业户籍

模型（３）
非农业户籍

模型（４）
全国样本

模型（５）
农业户籍

模型（６）
非农业户籍

常数项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１ ０． ２４２∗∗∗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１ ０． ３４０∗∗∗

（１． ０９） （ － ０． ０５） （６． ３１） （１． ４５） （０． ２３） （３． ８９）

Ｎ １３００２４ １１０８８３ １９１４１ １３００２４ １１０８８３ １９１４１

Ｆ ２． ３ｅ ＋ ０４ １． ９ｅ ＋ ０４ ４０３８． ９６５ ２． ２ｅ ＋ ０４ １． ８ｅ ＋ ０４ ３８０１． ５８５

Ｒ２ ０． ７４１ ０． ７３１ ０． ７７１ ０． ７４１ ０． ７３１ ０． ７７１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Ｔ 统计值。

２． 扩展模型回归分析。 扩展模型回归结果在表（３）中通过模型（４） ～ 模型（６）来体现，首先观察是否参

加社会保险与收入对数交叉项的系数，回归结果不显著表明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不会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弹

性；而对于流动人口总体以及外来市民来说，参加社会保障仍会抑制自发消费。 相较于基础模型，其他解释

变量对消费的影响效果几乎一致，从而证明了模型设定的稳健性。
（二）分位数回归

由于各分位数能全面刻画消费水平，而且以对数消费分布的分位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能直观体现

出各影响因素在不同消费水平上的消费弹性及所影响的自发消费情况，因此给出两个流动人口群体的分位

数回归结果，且选择 ０. １、０. ２５、０. ５、０. ７５、０. ９ 这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进行分析。 根据表 ４，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第一，城乡户籍流动人口在任何消费层次上，收入都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支出。 在整

个消费分布区间，随着消费层次不断提高，两群体收入弹性也在逐渐提高，即提高收入水平对高消费组的消

费增长更有利。 最初农民工消费弹性高于外来市民，但外来市民消费弹性的提升速度快于农民工，使二者差

距逐渐减小，在中高分位点上二者消费弹性接近一致，具体来说，从 ０. １ 到 ０. ９ 分位点农民工消费弹性从

８３. ７％升至 ９１. ９％ ，增加 ８. ２ 个百分点；后者上升幅度略高，从 ８０％升至 ９２. ６％ ，整体上升 １２. ６ 个百分点。
根据统计数据，两群体均处于较低收入组，所以收入对消费的作用尚处在边际消费倾向增加的阶段，因此在

较高的分位数水平上拥有较高的消费倾向。
第二，根据图 ２ 可以看出，城乡流动人口在不同消费层次上参保个体消费水平均显著低于未参保个体，

参加社会保险并不会溢出消费，并且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上是否参保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波动性，在消费分布的

尾端参加社会保险的不同群体消费差距最大，在消费顶端消费差距接近一致：在低消费组农民工参保对消费

的抑制作用较弱，随着消费层次的提高，抑制作用先增强后降低，整体来看，农民工在消费分布的首尾端参保

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大致相同，在 １０％的最低消费组群体内消费差距为 ２. ８％ ，在 ７０％消费组两群体消费差

异达到最大为 ３. ７％ ，而到 １０％最高消费组时又降至 ２. ６％ 。 对于外来市民而言，在消费低端对消费的抑制

作用较明显，随消费层次的提高，抑制作用逐渐减弱，但在高消费组抑制作用急剧增大，具体来说，在 １０ 分位

水平参加社会保险的外来市民消费水平低于未参保群体 ６. ５％ ，而到 ９０ 分位时水平降至 ３. １％ 。 总之，流动

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于城乡居民来说不健全，还未达到防范风险的作用，对于高消费层次的农民工来说

由于参保会增加一部分开支，会使得他们不得不通过减少消费来平衡收支。
第三，被访者受教育年限对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其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相较而言，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更有利于提高消费。 教育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可以通过收入来传递，
并且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回报率存在下降趋势，而收入直接影响消费，导致受教育程度对消费在较高

分位点上产生略低的正向作用，更进一步说明提高低消费组的受教育水平更有利于促进消费，而农民工群体

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加快农民工群体由低消费层次向高消费层次流动，推动缩小城乡户籍流动人口的消费

差距。 在大多数消费层次上已婚存在消费优势，婚姻溢出消费在流动人口中表现明显，这说明已婚群体更容

易进入消费阶层，但当已婚群体已经进入较高消费阶层之后，继续提高其消费层次的难度将增加，并且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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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比外来市民更容易进入高消费层次，具体来说，由婚姻情况导致群体内产生的消费差距，农民工会由 ０. １
分位点的 １３. ５％单调递减至 ０. ９ 分位点的 ４. ０％ ，外来市民仅在中低消费层次上表现出消费差距。 不同性

别的农民工消费情况有显著性差异，并且在中、低消费层次上女性消费心理略强，在中高端男性消费心理略

强。 在中、低消费层次上农民工群体存在代际消费差异，第一代农民工消费水平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并且随

着农民工从低消费层次进入中等消费层次，其差异逐渐减小。
第四，愿意在本地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在各消费层次上更加倾向于消费，并随消费层次的提升消费意愿

逐渐减小。 省内跨市、市内跨县的流动人口消费支出均显著高于跨省流动群体，并且随消费层次的提高，不
同流动范围的流动人口消费差距缩小，相较而言农民工更倾向于消费。

第五，从流动人口参加工作的单位性质看，参加国有部门工作拉动了各消费层次上农民工消费水平；而
对于外来市民来说，仅对高消费组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参加国有部门工作的农民工在各消费层次上均比外来

市民更倾向于消费。 农民工受产业类型差异影响较大，在中、低消费层次上从事第三产业消费开支均高于

一、二产业，并在较高分位点上表现出较小的消费差异，具体而言，在 ０. １ 分位点从事于第三产业的消费支出

比从事于第一产业高出 ９. ２％ ，而到 ０. ５ 分位点降至 ２. ９％ ；除在消费尾端外，在其他消费层次上农民工从事

于第一产业消费开支均高于第二产业。 在各消费层次上，就业身份为自营劳动者、雇主、雇员的农民工消费

开支依次降低，并且伴随消费层次的提高，不同就业身份的农民工之间消费差距整体呈下降趋势，而对于外

来市民群体，从消费的中低端到中高端水平上，自营劳动者的消费水平均高于雇主与雇员；此外，对任一就业

身份的流动人口来说，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水平均高于外来市民；对于拥有其他工作身份的农民工仍表现出比

雇员较高的消费支出，并随消费层次的提高差距减小，而在外来市民群体内两种就业身份的消费开支无

差异。
表 ４　 分位数回归模型

变量及
模型

０． １０ 分位点 ０． ２５ 分位点 ０． ５０ 分位点 ０． ７５ 分位点 ０． ９０ 分位点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收入对数 ０． ８３７∗∗∗ ０． ８００∗∗∗ ０． ８６５∗∗∗ ０． ８５６∗∗∗ ０． ８８９∗∗∗ ０． ８８４∗∗∗ ０． ９０５∗∗∗ ０． ９０３∗∗∗ ０． ９１９∗∗∗ ０． ９２６∗∗∗

（２１８． ５） （９７． ８） （３３５． ６） （１４７． ５） （４３３． ９） （２１０． １） （４８３． ６） （２１５． ４） （４４８． ０） （２０２． １）

是否参保 －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１∗∗∗

（ － ２． ５３） （ － ３． ３２） （ － ３． ９５） （ － ３． ９０） （ － ５． ９１） （ － ３． ４４） （ － ６． １４） （ － １． ８８） （ － ４． ３２） （ － ２． ８１）

受教育
年限

０． ０１４∗∗∗

（１３． ２０）
０． ０１０∗∗∗

（４． ４８）
０． ００９∗∗∗

（１２． １３）
０． ００８∗∗∗

（４． ９２）
０． ００５∗∗∗

（９． ４１）
０． ００５∗∗∗

（４． ０５）
０． ００３∗∗∗

（５． １３）
０． ００３∗∗∗

（２． ８３）
０． ００２∗∗∗

（３． ４６）
０． ００１
（０． ９５）

婚姻状况 ０． １３５∗∗∗ ０． ０９３∗∗∗ ０． １１５∗∗∗ ０． ０５６∗∗∗ ０． ０７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５

（１７． ５２） （５． ６５） （２２． １１） （４． ８２） （１８． ９０） （３． ７３） （１３． １９） （１． ４３） （９． ６４） （１． ６２）

性别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 － ３． ３２） （ － ０． ６３） （ － １． ２２） （ － １． ８１） （ － ０． １７） （ － １． ３９） （２． ８８） （０． ５０） （１． ０７） （０． ８１）

年龄 ／
代际

０． ０３７∗∗∗

（５． ８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

０． ０１６∗∗∗

（３． ６２）
－ ０． ０１４

（ － １． ４２）
０． ００７∗∗

（１． ９９）
－ ０． ００６

（ － ０． ８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

－ ０． ００５
（ － ０． ６８）

－ ０． ００１
（ － ０． ２０）

０． ００９
（１． １７）

本地居
住意愿

０． １１９∗∗∗

（２０． ６５）
０． １５２∗∗∗

（１０． ７０）
０． ０９８∗∗∗

（２５． １４）
０． ０９７∗∗∗

（９． ６０）
０． ０７８∗∗∗

（２５． １５）
０． ０７３∗∗∗

（９． ９８）
０． ０５８∗∗∗

（２０． ４２）
０． ０４９∗∗∗

（６． ７６）
０． ０４１∗∗∗

（１３． １２）
０． ０２８∗∗∗

（３． ５２）

流动时长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１１． ２３） （２． ０５） （１３． ０３） （１． ９７） （１５． ２３） （４． ８６） （１４． ０９） （５． ３０） （１１． ３３） （４． ４４）

流动范围 ０． １２３∗∗∗ ０． ０７７∗∗∗ ０． １０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８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７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４∗∗∗

省内跨市 （１９． ８９） （５． ６５） （２４． ８９） （５． ４０） （２５． １９） （６． ２２） （２３． ０７） （５． ７６） （１５． １８） （４． ４０）

市内跨县 ０． １４０∗∗∗ ０． ０６３∗∗∗ ０． １２０∗∗∗ ０． ０６４∗∗∗ ０． １０１∗∗∗ ０． ０６０∗∗∗ ０． ０９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５∗∗∗

７３　 第 ２ 期 孟　 雪　 新型“二元社会”结构下社会保障促进流动人口消费了吗？



变量及
模型

０． １０ 分位点 ０． ２５ 分位点 ０． ５０ 分位点 ０． ７５ 分位点 ０． ９０ 分位点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１８． ０７） （３． ５２） （２２． ９６） （５． ０７） （２４． ２３） （６． ４９） （２４． ０１） （５． ９１） （１７． ６８） （５． ５０）

单位性质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０∗∗∗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８∗∗∗

（４． ３６） （ － ０． ２９） （５． ８２） （ － ０． ４３） （７． １７） （１． ７２） （８． ７８） （３． ９０） （５． ９０） （２． ９６）

产业类型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０６

第二产业 （ － ０． ２５） （ － ０． ９９） （ － ２． ８１） （ － １． ６７） （ － ５． ７３） （ － ２． ４２） （ － ６． ８３） （ － ０． ９６） （ － ４． ８３） （ － ０． ２０）

第三产业 ０． ０９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４

（５． ３２） （０． ８９） （５． １８） （０． ８１） （３． １０） （０． ０１） （０． ９６） （０． ２７） （ － ０． ２３） （０． ５１）

就业身份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０７

雇主 （０． ７１） （ － ２． ８３） （４． ５９） （ － １． ５８） （８． ０９） （ － ０． ７１） （７． ２３） （ － １． ７７） （６． ６７） （ － ０． ５５）

自营
劳动者

０． １２０∗∗∗

（１７． ７３）
０． ０２７
（１． ６０）

０． ０８９∗∗∗

（１９． ５１）
０． ０２４∗∗

（２． ００）
０． ０７０∗∗∗

（１９． ４４）
０． ０３８∗∗∗

（４． ３５）
０． ０５３∗∗∗

（１６． １２）
０． ０３４∗∗∗

（３． ８５）
０． ０４１∗∗∗

（１１． ２８）
０． ００８
（０． ８５）

其他 ０． ０８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０１

（３． ９９） （０． ６４） （４． ６９） （０． ５０） （５． ５９） （０． ６７） （５． ２０） （ － １． ００） （３． ８３） （ － ０． ０４）

常数项 － ０． ４８３∗∗∗ ０． １００ － ０． ２６０∗∗∗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４３∗∗ ０． １６１∗∗∗ ０． １５９∗∗∗ ０． ２４５∗∗∗ ０． ２７８∗∗∗ ０． ２８２∗∗∗

（ － １４． ３） （１． ２３） （ － １１． ５） （１． ０２） （ － ２． ３７） （３． ８４） （９． ６６） （５． ８８） （１５． ３６） （６． ２０）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Ｔ 统计值。

图 ２　 城乡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对消费的影响

（三）消费差异分解

１． Ｏａｘａｃａ － 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 根据表 ５ 可以看出，城乡流动人口消费总差异为 ０. ２７１，表明外来市民消费支

出比农民工高 ３１. １％ ，其中特征差异为 ０. ２３９，占总差异的 ８８. ２％ ；系数差异为 ０. ０３２，仅占总差异的

１０. ８％ 。 由此看来流动人口内部消费差距主要是由不同户籍个体的禀赋特征差异所引起的，两群体消费倾

向差距较小，大部分消费差异可以被解释，可以通过提高影响农民工消费水平的人口自然特征、流动特征与

工作特征等缩小群体内部消费差距。

８３ 金融教育研究 ２０２３ 年



从引起消费差距的分解项看，流动人口的收入报酬是产生消费差距的最主要指标，收入因素带来的消费

差异为 ０. １２８，可以解释 ４７. ２％的消费差异，其中收入特征差异为 ０. ２０１，占总差异的 ７４. ２％ ，系数差异为

负，并产生 ２６. ９％的消费差距，由此看来，由于外来市民自身能力素质的优势，可获得比农民工更高的收入

报酬，使外来市民掌握更高的消费自主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群体拥有同等收入的情况下农民工会产生

比外来市民更高的收入消费倾向，因此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更能有效提高流动人口整体消费水平，并达到缩

小群体内部消费差距的效果。 就总差异来说，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对消费总差异产生 ３. ７％的负向影响，比重

相对较低，通过系数差异对消费差异有负向 ４. ４％的贡献率看，在两群体参保意愿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群

体更加倾向于消费。 由教育引起的消费差距占总差距的 ４. ５％ ，其中特征差距占 ８. ９％ ，系数差距为

－ ４. ４％ ，表明由于农民工的农村户籍身份在其享有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在获得较低劳动

报酬的情况下使消费层次较难获得提升，但若农民工享有与外来市民同等等级①的受教育程度，则会产生比

外来市民更高的消费倾向。 婚姻状况对消费差距的贡献率较大，两群体中在婚姻状况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

消费高于外来市民的 １２. ２％ 。 性别与年龄因素对消费差距的贡献率较低。
流动特征与工作特征均影响消费差异，但相较而言影响程度较弱，在产业类型变量中，无论是禀赋特征

还是消费倾向，农民工均比外来市民有明显高的消费意愿；从常数项的差异可以看出，外来市民群体中具有

参照组特征的流动人口，其消费水平高于农民工群体中具有相同特征的流动人口；根据系数差异中各分解项

差异值为负可看出，相比于农民工群体，流动人口中的外来市民群体的消费倾向反而被低估，更进一步说明

在禀赋值相同水平的情况下，农民工更倾向于消费。
表 ５　 城乡 Ｏａｘａｃａ － 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

变量
总差异 特征差异 系数差异

差异值 比例（％ ） 差异值 比例（％ ） 差异值 比例（％ ）

收入对数 ０． １２８ ４７． ２ ０． ２０１ ７４． ２ － ０． ０７３ － ２６． ９

是否参保 － ０． ０１０ － ３． ７ ０． ００２ ０． ７ － ０． ０１２ － ４． ４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１２ ４． ５ ０． ０２４ ８． ９ － ０． ０１２ － ４． ４

婚姻状况 － ０． ０３４ － １２． ５ － ０． ００１ － ０． ４ － ０． ０３３ － １２． ２

性别 － ０． ００２ － ０．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 ０． ００２ － ０． ７

年龄 ／代际 － ０． ００９ － ３．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１ － ０． ００９ － ３． ３

本地居住意愿 ０． ０１０ ３． ７ ０． ０１２ ４． ４ － ０． ００２ － ０． ７

流动时间 － ０． ０１３ － ４． ８ － ０． ００１ － ０． ４ － ０． ０１２ － ４． ４

流动范围 － ０． ０２３ － ８． ５ ０． ００１ ０． ４ － ０． ０２４ － ８． ９

单位性质 ０． ００１ ０． ４ ０． ００５ １． ８ － ０． ００４ － １． ５

产业类型 － ０． ００５ － １． ８ ０． ００６ ２． ２ － ０． ０１１ － ４． ０

就业身份 － ０． ０２６ － ９． ８ － ０． ０１０ － ３． ９ － ０． ０１６ － ５． ９

常数项 ０． ２４２ ８９．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２４２ ８９． ３

总计 ０． ２７１ １００ ０． ２３９ ８８． ２ ０． ０３２ １１． ８

　 　 ２．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分解。 根据上述 Ｍｅｌｌｙ 分位数分解方法，外来市民与农民工消费差距的分解结果如表 ６ 所

示，表中仅报告具有代表性分位点的分解结果，图 ３ 为第 １ 至第 ９９ 个分位点上消费差距变动趋势。 整体来

说，在整个消费支出区间总差异呈上升趋势的“Ｕ”型分布：在中低端位置较小，在高端位置较大，外来市民与

农民工对数消费总差异从 ０. ２５１ 降至 ０. ２３１，继而扩大到 ０. ３１０，即在 ０. １ 分位点上外来市民比农民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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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上文的研究中，农民工受教育年限比外来市民低 ３. ２７７ 年，视为两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差一个等级。



支出高 ２８. ５％ ，在 ０. ２５ 分位点降至 ２６. ９％ ，而在 ０. ９ 分位点又上升至 ３６. ３％ ，消费差距并没有因消费层次

的提高而缩小，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消费分层现象；特征差异与总差异变动趋势相一致，并且随系数差异的减

小使之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增加。 关于消费总差异曲线在不同分位点上表现出的变化趋势，原因可能是：在低

消费层次上，外来市民和农民工消费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生活必需品开支，因此消费支出并没有表现出较

大的差异，而当消费处于高端位置时，掌握更高消费自主权的外来市民的消费开支自然会高于农民工。 由此

看来，我国城乡间流动人口消费差距主要在高消费阶层产生。
从分解项看，在任一消费组上特征差异均构成消费差异的主体，即由于农民工与外来市民个人禀赋不同

导致两个群体间产生 ７０％以上的差异，从 ０. １ 分位点到 ０. ９ 分位点特征差异值呈持续上升趋势，特征差异

在总差异中占比从 ７３. ３％不断攀升至 ９５. ５％ ，表明外来市民所拥有的高人力资本始终会促进自身消费水平

的提高；而系数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小，在低消费层次上约解释了 １ ／ ４ 的差异，随消费层次的提高群体间系数

差异逐渐减小，在高消费层次上仅解释了 ４. ５％的消费差距。
根据图 ３ 在反事实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表明：外来市民比农民工在消费方面有更强的主动性，主要原因在

于流动人口群体内部间存在的禀赋差异，也正因如此在整个消费区间个人禀赋优势始终为外来市民带来正

的消费差距，并且对于同样是高消费组的两群体来说，外来市民比农民工更加倾向于消费。 与已有文献研究

的结果不同，在流动群体内部“二元”结构中，仅存在较小的“二元”消费差异，即农民工相对于外来市民来说

在个人禀赋相同的状态下，二者消费倾向接近一致，因此会产生近乎相同的消费支出，并且随消费层次的提

升此差距逐渐减小。 在上文的分析中，无论是在各影响因素对消费均值的影响还是对高、中、低不同消费的

影响，农民工相较于外来市民会更加倾向于消费，因此若要提高农民工的消费支出水平应该注重农民工群体

的自身禀赋条件的提升，即使是农民工存在与外来市民相同的消费意愿，也会由于禀赋特征而仅有较低的消

费能力，直接降低其消费水平。
表 ６　 城乡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分解

分位点 消费总差异
特征差异 系数差异

数值 占比（％ ） 数值 占比（％ ）

０． １ ０． ２５１ ０． １８４ ７３． ３ ０． ０６７ ２６． ７

０． ２ ０． ２４０ ０． １９０ ７９． ２ ０． ０５０ ２０． ８

０． ２５ ０． ２３８ ０． １９４ ８１． ５ ０． ０４４ １８． ５

０． ３ ０． ２３８ ０． １９９ ８３． ３ ０． ０４０ １６． ７

０． ４ ０． ２４２ ０． ２０９ ８６． ３ ０． ０３３ １３． ７

０． ５ ０． ２４９ ０． ２２０ ８８． ６ ０． ０２８ １１． ４

０． ６ ０． ２５９ ０． ２３４ ９０． ６ ０． ０２４ ９． ４

０． ７ ０． ２７３ ０． ２５２ ９２． ４ ０． ０２１ ７． ６

０． ７５ ０． ２８０ ０． ２６１ ９３． ２ ０． ０１９ ６． ８

０． ８ ０． ２８９ ０． ２７２ ９３． ９ ０． ０１８ ６． １

０． ９ ０． ３１０ ０． ２９６ ９５． ５ ０． ０１４ ４． ５

六、结论及建议

流动人口群体由于自身流动性特征使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社会保障制度保护，本文基于全国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在新型“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城乡户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障是否会拉动消

费支出增长，并考察群体内部的绝对消费差异，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对两类户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与实际消费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相对于农民工来说，外来市

民参加社会保险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大；但两群体是否参保不会对消费弹性产生显著影响。 收入作为主要

０４ 金融教育研究 ２０２３ 年



图 ３　 对数人均消费分位数分解

影响因素对消费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提高两群体消费水平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收入报酬。 在流动人口

跨省流动的过程中，由于农民工群体在往城市迁移时会产生较高的交通费用，并且在消费示范效应的带动下

使得农民工的消费支出高于外来市民。 农民工与外来市民拥有相同流动特征情况下，农民工更倾向于消费。
第二，在各消费层次上参加社会保险均会抑制消费，并且随着消费层次的提高农民工参保对消费的抑制

性波动性增强，而外来市民参保的消费抑制性渐弱；在中高消费层次上，参保群体中外来市民比农民工更加

倾向于消费，而在中低消费层次上影响效果恰恰相反。 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人力

资本投资可以有效提高消费水平，更能缩小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消费差异。
第三，通过对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均值消费差异进行分解可看出，农民工自身禀赋的劣势地位是产生总差

异的主要原因；收入作为主要影响因素扩大消费差异，并且两群体间平均相对收入水平构成消费差距的主

体；外来市民群体中具有参照组特征的流动人口，其消费水平高于农民工群体中具有相同特征的流动人口。
第四，为全面考察在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消费差异，建立在分位数回归基础上的分位数分解结果表明，

城乡消费分层现象明显，外来市民比农民工消费支出最多可高出 ３６. ３％ ，其中，由禀赋差异导致的特征差异

始终占主导地位，在低消费层次上特征差异占据总差异的 ７３． ３％ ，然而当农民工进入高消费层次时，并没有

改变农民工群体的消费弱势地位，由于禀赋特征的相对劣势使特征差异更加显著，占据总差异的 ９５． ５％ ；两
群体间消费倾向差距甚微，在保证影响消费的各因素禀赋值相同的情况下，两群体消费差距并不明显。

在当前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管理制度下，流动人口消费稳定性较差，社会保障获得相对不足，因此使

得流动人口群体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心理，消费意愿不足。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社会保障的目的是通过增强参保者应对未来风险的抵御能力，进而通过提高未来预期可支配收

入，替代储蓄以提高消费水平，而对于在任何消费组的流动人口来说参加社会保障均对会降低消费开支，因
此亟须改善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统账结合制度中的转移支付，增强参保者面对未来

风险的抵御能力，增强参保者参保信心，释放消费潜力。
第二，特征差异是造成流动人口群体内部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提高流动人口整体的个人禀赋条件，尤

其是针对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受教育年限等均会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收入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依

赖于受教育程度，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户籍人口的受教育意愿也在不断增强，同时政府应促

进形成农民工及其子女就业机会公平化、教育机会均等化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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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改革户籍制度。 在低消费层次上，农民工与外来市民在个人禀赋相同的情况下消费支出有接近

２０％的差距，这是由农民工长期以来保守的的消费环境所致，使他们倾向于储蓄。
第四，关注流动人口的收入分配，改善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尤其是缩小高端位置的收入差距。 因此在健

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提高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素质与改革户籍制度是释放流动人口消费潜力的

关键，在流动人口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的前提下，会带动整个经济体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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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第 ２ 期 孟　 雪　 新型“二元社会”结构下社会保障促进流动人口消费了吗？


